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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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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安石诗歌创作前后期风格变化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王安
石前期诗歌中即有精工雅丽、重视技巧的特点，晚期风格为渐次累积所致；也有观点认为王安

石晚年诗歌风格变化与他的隐居生活及佛理研习有关。而从王安石自身来说，晚年由政治舞

台的主导者而成为隐居田园的出世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者身份的变化，其内在自我定位、

创作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导致了晚年诗歌在情感深度、思维方式方面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晚期诗歌的外在风貌似与早期有相类之处，但其内在韵致已不可

同日而语，也非单纯依靠精深纯熟的技巧所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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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熙宁九年（１０７６）二次罢相后彻底离开
政坛，变法的具体状况与朝政发展的结果与王安石

当初的设想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出乎意料的地方，

但当时王安石对于朝政的影响力已经削弱，纵有无

限遗憾，也只能悄然隐退。然而王安石政治生命固

然终结，诗歌创作却又焕发了新的生机。笔者据

《全宋诗》统计王安石现存诗１７２７首，另据李德身
《王安石诗文系年》、李壁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

注补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等著作中的考

证，王安石熙宁、元丰间创作诗歌约７７０首，为其现
存诗歌总数的４５％左右，其中１８４首可以确定为熙
宁时期所作，数量较少，可以看出熙宁时期诗人投

身于变法大业，没有过多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除

去少数不能确定时间的作品外，７７０多首诗歌中绝

大多数为罢相后所作，离开京城政治漩涡的王安石

晚年在诗歌创作上再次进入一个收获期。不仅如

此，比起他早年的创作，人们对他的晚期诗歌评价

甚高，不少人都认为他在创作风格上有明显变化。

《后山诗话》载黄庭坚曰：“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

绝，脱去流俗。”［１］２３４陈师道云：“公文体数变，暮年

诗益工，用意益苦”，［２］３０４严羽称其：“绝句最高，其

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２］６９０而王安石绝句最佳

者非晚期作品莫属。吴乔的评价更高，认为王诗：

“能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其最佳者“可兴可观，特

推为宋人第一”，［３］６２８他在这一断语之后所举的例证

也均是王氏晚年作品。以此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

的疑问，即“超然迈伦”［２］３８３的钟山诗与前期相比，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这变化又是因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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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诗人、诗论家都认为王安石诗晚年更好，

只是没有谈到具体原因，当然也并非无人分析，早

在宋代就有诗论家叶梦得研究王氏诗歌指出：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

不复更为含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

向此中蟠”……“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

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

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

尽深婉不迫之趣。［２］４１９

叶梦得的论述虽然并不非常严谨，但由于把握

到了王安石诗歌发展的内在脉络，故而这一划分方

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多文学史著作关于王

诗分期的确定都能看出叶氏论断的影子，如三期

说、两期说基本上均是从叶氏的总结演化而来：

三期分法 两期分法

吴之振《宋诗钞》（清代）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

（１９６３）

柯敦伯《宋文学史》（１９３４） 许总《宋诗史》（１９９２）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

史》（１９９１）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１９９９）

三期分法即早年意气风发不重含蓄、中年深研

唐诗直露之气收敛、晚年多婉转含蓄之趣。两期分

法则以熙宁九年（１０７６）罢相为转折点，划为前后，
以强调王诗风格之变。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诗歌

创作具有一贯性，不存在显著变化，如高克勤先生

《论王安石的诗文分期》①，认为三期说、二期说都失

之粗疏简略，依据王安石仕宦经历采取五期分法：

初入仕途（１０４１—１０５４）、入京为官（１０５５—１０６３）、
居丧讲学（１０６３—１０６７）、执政变法（１０６７—１０７６）、
隐居钟山（１０７７—１０８６）［４］３２８。这一分法对每一阶
段创作考查更为细致，但这样细密的划分，让变化

的转折点淹没在了时间链条中，就此认为风格演化

是一个渐进过程，似乎疏忽了创作主体人生经历中

的一些重大事件、特殊因素对创作的影响。莫砺锋

《论王荆公体》也认为王安石晚年诗风无显著变

化［５］２３３４。关于如上观点，文章将作详细讨论。

叶梦得分析王安石诗风变化的原因时提到了

中年的变化是因为学习唐人诗歌，但是对于晚年的

变化却没有具体的概括，只是说晚年始尽“深婉不

迫”之趣，却没有论述这“深婉不迫”因何而致。在

上文所引早晚期创作特点的分析之后写道：“乃知

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视初壮，虽此公，方其未

至时，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２］４１９叶梦得这里单纯

强调了时间，然而王安石晚年诗作达到了那样工整

精致的境界，仅仅是时间的沉淀吗？如果是这样，

那么绝大多数诗人的创作高峰和最佳作品都应该

出现在晚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以为“方其

未至时”，不仅是作诗技巧未老成、人生经历亦未成

熟，人生经历与作诗技巧都会影响诗风，但前者的

重要性超越后者，中国诗论向来讲究“诗言志”“诗

缘情”，如果内在“情志”不发生变化，单纯从技巧的

层面考查诗风的变化，恐失之偏颇。前文提到高克

勤先生、莫砺锋先生均认为王诗风格在发展过程中

没有重大的转变节点，《论王安石的诗文分期》指

出：“风格有本身的发展过程，王安石这时期诗中工

于对偶、精于用典的修辞艺术在前期诗中早露端

倪。”［４］２７认为早期诗歌中部分作品显示了精工雅丽

风格发展的因子。《论王荆公体》指出：“从艺术角

度看，王安石的晚期诗正是其早期诗的自然延伸，

晚期诗的‘雅丽精绝’正是诗人经过长期的艺术追

求而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在此方面，

王安石诗歌创作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是量变而非

质变，换句话说，王安石晚期诗歌创作的变化是写

作方式更加精细了，诗歌技艺更加纯熟了。”［５］２６２７即

晚期作品精华深妙的状态是长期锻炼所致，是技巧

更加娴熟动人，而非有突然变化的因素。这两篇文

章在谈论风格变化时无一例外都重点考查了诗人

创作“技巧”层面的因素②，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样的

分析实证性很强，诗人的作品就客观存在那里，通

过押韵、对仗、用典、双声叠韵、锻炼字句、句式选择

等方面的分析，总能在早期与晚期之间搭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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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克勤《论王安石的诗文分期》写于１９８６年，早于莫砺锋文章，收录于作者论文集《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看莫砺锋《论王荆公体》中的详细分析，《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找到相似相类之处，为晚期诗歌风格的发展找到切

实的证据；另一方面，“技巧”不仅在诗人，即在其他

艺术门类中也一样，如果创作者不停止创作、不停

止探索，他的技巧必然会不断发展，愈久愈佳。所

以侧重从“技巧”方面去分析王诗的变化的确很难

看到有突变的地方，这就仿佛地壳的运动，通常并

不影响地表构造，但其内部的结构肌理早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同一块土地发生地壳运动之前、之后的

具体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况且如果只是“技

巧”的差别，那么学习王安石诗歌的人只要下足够

的功夫是应该能够学到王安石的技艺的，但实际上

后世很少有人能达到王安石境界，技巧好的诗人比

比皆是，内在思想情致的修为与境界的差别则不可

以道里计。另外王安石评价张籍的诗句“看似寻常

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也常被

诗论家用来评价王安石自己的诗歌，但通常都指向

他的晚期诗歌而非早期诗歌，如果说早期诗歌中已

有“技巧”非常娴熟的诗歌，为什么早期诗歌无法承

担这样的评价？再者，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阅

读了作家的所有作品，然后对他进行研究评价，这

种情况下我们的思维中往往会有一个前定模式，即

认为他的诗歌发展情况一定是“已存在的”的状态。

如果王安石的变法事业成功了，是功成身退而非迫

于形势求去，他晚年诗歌作品的类型与风格与现存

的状态肯定会有较大差别，也许在那清丽幽寂的钟

山风景中会多几分“白体”的易乐，而少一些玉溪生

的深隐委婉，故而王诗晚期的清丽高妙不仅仅是

“量”的积累———不是一个必然结果，其中有“质”的

变化———人生经历的不期然转折。早于王安石的

大家如曹植、庾信、白居易、李煜等人，在经历了国

家、仕途、人生等方面的重大变故之后，前后期创作

风格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作家就其诗文创作的

“技巧”来说，没有停止发展，但“技巧”不能带来创作

指导思想、情感韵致、题材的变化，正是人生旅途中的

重大事件导致内心情致发生转向与激变，创作动机、

关注焦点都不再延续之前的路径，故而作品风格发生

变化，王安石创作道路的发展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除了“技巧”之外，就“题材”来说王安石前期也

有不少写景诗，而且写得工丽新奇，受人赞誉，如

《游杭州圣果寺》《天童山溪上》《若耶溪归兴》《江

上》①等，前期、后期同样是写景诗，为什么说二者不

可同日而语？因为“题材”固然相同，但创作时的心

态与诗歌内在情与理的蕴含已然不同。熙宁九年

罢相之后王安石诗歌创作风格发生变化，主要原因

在于诗人前后期自我定位与心态的不同。

第一方面是角色变化，政治生命、文学生命二

者孰轻孰重，诗人前后期的选择不同。王安石学业

早成，少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

皆服其精妙”［６］１０５４１。文学才能给他带来声誉，但他

并未因此沾沾自喜，沉溺辞藻笔翰，与人论文总是

强调“礼教治政”“政令”“道”“济用”，如《上人书》

曰：“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

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

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

也。……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

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

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７］４５指出文章是“礼教治

政”的载体，不必追求工巧华丽，最重要的是内容要

“适用”，辞藻修饰只不过外在辅助而已。《答祖择

之书》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

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

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

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７］６２写作

文章的重点是“治教政令”，“文”源出于“道”，圣人

通过对“道”的理解发而为文，“道”与“文”是相互

统一的关系，但有本末先后之分。《上邵学士书》指

出：“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

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求其根柢济

用，则蔑如也。”［７］３８此文认为只注重堆积辞藻典故，

看上去赏心悦目的文章其社会价值微乎其微。由

以上诸文的观点就可以看出王安石前期积极有为

的入世情怀，发言倡论必求于时务、治道、政治有所

补益。《奉招吉甫》有云：“犹将余力寄风骚”，也表

明自己将主要精力投之于政务，吟诗作赋不过是闲

暇遣兴之举。熙宁中又曾谈到“从事于放辞而不知

道，适足以乱俗害理”［８］５１３５。这似乎都有一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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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繁冗。



于二程“作文害道”［９］２３９的观点了，可谓前期尚道轻

文的极致表现。虽然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并且重

视诗文的社会功用，但王安石并没有降低艺术追求

与创作标准，同样是在《上人书》中他指出“然容亦

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７］４５，也就是说诗文语言

的修饰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不要把它放在第一

位。《灵谷诗序》［７］４３１赞扬吴某善用辞藻，刻画物象

极尽工巧，是诗人中的佼佼者。《杜甫画像》［７］５６０推

崇杜诗气魄浩大、笔力超绝、摹写万物无不曲尽其

妙的艺术境界。王安石前期也的确创作了不少新

奇工丽的作品，但是重技尚艺、修饰词句的作品却

非前期主流，为他在诗坛赢得声誉的并非工巧优雅

的作品，而是诸如《明妃曲》《虎图》《登飞来峰》《龙

泉寺石井》等或咏史、或立意新奇、或崇尚气格的作

品。故而王安石前期创作的核心观念是“为政”与

“传道”，写作诗歌在他看来不应投入过多的精力，

不过是闲暇托物言志、吟咏遣兴的一种艺术方式，

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式。

晚年罢相，曾经被积极入世的政治生命所压抑

的艺术生命，在宁静、淡泊、清雅的生活中得到滋

养，重焕光彩，王安石开始重新思索诗歌创作的标

准，重新考量诗歌在他的生活中的比重、意义。晚

年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创作即是王安石的

生命，他将自己绝大部分精力与几乎全部的情感都

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中。这样的变化是非常值得关

注的，可以说早年的王安石是以“才气”作诗，晚年

则是以“生命”作诗。这既是“技巧”之外造成“诗

意”“诗境”差别的关键所在，也是叶梦得所强调王

安石晚期作品“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

不见有牵率排比处”［２］４０６状态的深层创作基础。叶

氏举人所熟知的《南浦》《北山》中的诗句为例，其实

在王安石晚期作品中佳句俯拾皆是，“径暖草如积，

山晴花更繁”（《径暖》）、“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

花”（《染云》）、“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

梅”（《金陵即事》）、“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

平沙”（《钟山晚步》）、“月映林塘澹，天涵笑语凉”

（《半山岁晚即事》）、“微风澹水竹，静日暖烟萝”

（《与道原游西庵遂至草堂宝乘寺二首》）、“晴日暖

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初夏即事》）等等，都

达到了自然浑成、不事雕琢的境界，早年非无佳句，

但情调、气韵与此相比终有差距。此外，从政治中

退舍也直接影响了王安石诗歌题材的选择，创作焦

点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基本不再吟咏表现个人抱负

的诗歌，间或有咏史、怀古作品，入世情怀的消散、

政治生命的收缩让他不再关注这一类题材，而把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山水景物的观照与对隐居生活

的品味中。

王安石诗风改变的第二方面原因是“心态”发

生了变化。王安石晚年作品以清丽优雅的写景诗

为主，在风格上充满闲适安静、冲淡坦夷的情调，似

有复归唐风之韵，令人涵咏不尽。外在遣词造语之

法、押韵对仗之工、铺排用典之巧对于这种诗风形

成有一定作用，但诗之核心毕竟在“情”、在“志”，精

神境界的变化才是关键所在。前人论诗有云：“诗

有何法？胸襟大一分，诗进一分耳。”［１０］２０２５如果再

考究细致一点，可谓“胸襟变一分，诗亦变一分”，也

就是说无论诗歌的气度还是格调都与人内在精神

境界密切相关，心境状态发生变化，作品的情调气

韵亦会随之改变，王安石晚年诗风变化正是由于其

心态变化所致。在最终退隐之前王安石有过两次

半官半隐的闲居生活，治平期间（１０６３—１０６７）因母
丧守制江宁，讲学授徒，当时还未能一展抱负，是待

时而起的心态，“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

侵”（《古松》）、“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

刚”（《华藏院此君亭》）等作品流露出希望得到任

用、施展才华的心态；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四月即将去
政时有云：“投老安能长忍垢，会当归此（案：‘此’指

钟山）濯寒泉”（《杂咏》），到金陵后又云：“勋业无

成照水羞，黄尘入眼见山愁”（《杂咏》）等，表现出作

者激愤难消、郁郁寡欢的复杂心态，因为当时变法

大业尚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罢相出于各种保守势

力的排挤，王安石迫于形势上章求去，神宗面对各

方压力只能无奈表示同意，所以罢相让王安石充满

挫败感，虽然人归江宁，但却完全没有功遂身退的

“东山雅兴”，反觉“勋业无成”。熙宁八年（１０７５）
二月王安石得到复相的任命，心情急切“即倍道

来”［６］１０５４８，返回京城后却发现仅仅数月之间朝廷的

气氛已与之前有很大不同，神宗对他的策略不再言

听计从，君臣观点渐生分歧，曾倚为得力助手的吕

惠卿为专权固宠而兴事倾轧，种种事件让王安石感

觉疲惫万分，爱子王蚞又因重病去世，更让他无心

周旋于纷繁复杂的政务之中。如果说第一次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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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心遗憾还希望能有机会再继续变法革新的事业，

第二次罢相则不止是遗憾，更充满英雄失路的感伤

与痛彻心底的悲凉，《偶成二首》中“渐老偏谙世上

情，已知吾事独难行……高论颇随衰俗废，壮怀难

值故人倾”“怀抱难开醉易醒，晓歌悲壮动秋城……

可怜蜗角能多少，独与区区触事争”等诗句淋漓尽

致地表现了诗人心中的哀伤与叹息。《怀钟山》：

“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钟山。何须更待黄

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更是充满人生如梦的幻

灭感。

变法是王安石一生的事业核心，人虽离开朝

廷，但内心仍不免牵挂，“尧桀是非犹入梦，因知余

习未全忘”（《杖藜》）、“世事何时逢坦荡，人情随分

值猜嫌”（《谢郏秘校见访于钟山之路》），这样看

似平淡的诗句，却透露了心中无法排解的对政治是

非的关怀和对世情险恶的惊悸。他内心的矛盾痛

苦在诗歌中时时流露，如“解玩山川消积愤，静忘岁

月赖群书”（《宝应二三进士见送乞诗》）、“花鸟总

知春烂漫，人间独自有伤心”（《重将》）、“载酒欲寻

江上舟，出门无路水交流。黄昏独倚春风立，看却

花飞触地愁”（《载酒》）等，但是这样充满深切感慨

的作品只是时一为之，并非王安石晚期创作的主流，

因为他明白世易时移，对他来说参与朝政、影响国家

发展轨迹的机会已然逝去，对相业的最终失望，让王

安石开始涤荡内心积怨，尽可能不再牵挂过去轰轰烈

烈的岁月，而回归平淡质朴的自我。此外王安石一直

喜欢佛学典籍，这一时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大体说

来晚年过着一种悠然自得的山水田园生活：

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

驴。余尝谒之，既退，见其乘之而出，一卒牵之

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

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

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憩田野耕凿之家，或

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

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

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饮

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

于无心者也。［１１］４９７

曾贵为一国宰相，而今近似隐士野老，王安石

的这种状态与境界，确非常人所能理解与达到，此

时此刻看不到曾经的叱咤风云、看不到憾恨愤悱，

唯有云淡风轻、波澜不惊。我们只是不知这萧然出

尘的状态下他内心有过怎样的搏斗与挣扎，才能达

致“适野无世醓，吾今亦如此”（《与吕望之上东

岭》）、“袺然无所为，自得而已矣”（《书八功
$

水

庵》）的平静与自持。王安石晚期这种生活情态说

明他的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外间事务、对于过

去不再固执坚持，所谓“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新花》）、“墨翟真自苦，庄周吾所爱”（《无营》）、

“自喻适志欤，翩然梦中蝶”（《自喻》），表现出物我

齐一、了无挂碍的心态。可以说王安石晚年的心

境，有一个从“失衡”到“再平衡”的发展过程，外化

到创作中才有了那种举重若轻、力透纸背的闲雅之

态。前人对比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三家云：“都

官思笔皆从刻苦中逼极而出，所以得味反浅，不如

欧公之敷愉矣。读此方识荆公之高不可及

也。”［１２］１４０６王安石之超越梅、欧处不在言辞、不在技

巧，而在于那优雅词句、清秀景色中隐藏着的饱经

沧桑、欲说还休的心境，让淡雅言辞充满无穷韵致。

总体来说王安石晚年心态大致有三个方面，一

则是对过去的积愤与遗憾，不时有所流露；二则找

回了挚情的自我，“我们在荆公的写景诗中，看到的

不仅是对美景的沉溺，更有心灵的拔异”［１３］１３３。三

则通过研究佛学等方面的著作以智慧化解了自己

内心的痛苦①，“荆公晚年浸润佛典既深且广，对于

佛家的语言哲学十分熟悉，这也是诗学观变动的重

要因素”［１３］１４１。而王安石晚年最杰出的诗歌所产生

的情感土壤正在于后二者。而且后两方面的精神

境界逐渐战胜、超越了内心的遗憾与痛苦，“在宋诗

学里，‘羁愁感叹’的减少，并非以内心忧愤的郁积

为代价，而是以人生之智慧去化解，诗的宣泄功能

转化为愉悦功能。诗人不再是焦虑的精神变态者，

而是明心见性、自我实现的精神解脱者”［１４］６４６５。这

也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晚年清丽的写景诗，不仅以绝

美的风景动人，更让人在那种自持矜雅的情怀中感

受到其内心的纯挚与放松、智慧与哲思。

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讲究“知人论世”，但关注的

侧重点多是社会状况、政治变化、人生经历等外在

大环境因素，对创作个体的内心情致往往未给予足

够重视。［１５］近十多年来学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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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王安石晚年研习佛理与诗歌的关系，可参看张煜《王安石与佛教》，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年。



成果，开展多样化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关于“心态

史”方面的研究，较早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宁

宗一先生的《关注古代作家的心态研究》一文，其中

谈到：“如果说思想性格、人格气质等等在成熟后，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心态则是一种精神流动体，

它更受个人遭际、社会精神、时代思潮乃至政局的

影响，而不断变动游移。”“古代文学中的心态史研

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士人在不同环境中所呈现的

不同生命状态。”［１６］５６因为从“心态”的角度去研究，

可以对作者内心情致的微妙变化作更清晰的审视

与呈现。但是由于“心态”具有隐蔽性及“变动游

移”的特征，相较于作家作品来说，通常不太容易受

到人们关注的，即便有所关注，如果不作细致考查，

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通过前文分析，笔者认为王

安石晚年以熙宁九年罢相为界，诗风发生了“质”的

转变，有一种显著的提升与进步，晚期创作“其思深

妙……不迫猝浅陋易尽”［１７］２８４其中有部分诗艺精进

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作者内在自我定位、创作

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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